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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运行现状调查 

查金祥 曾令香 许家林 

湖北农学院经济贸易系 

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最终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是迄今为止中国农村最具实质意义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使农户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

从根本上再造了农业的微观组织结构，这既是我国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也是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次

飞跃”。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实现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就必须对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进行再

创新。再创新的目标，就是在巩固农户家庭在我国农业微观组织中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适度扩大农户家庭经营的规模和范围，

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了解我国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运行现状和创新趋势，了解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

于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的意愿，我们以农业发展水平居全国平均线上的湖北省为代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

取得了大量调查实证材料，下面将从不同的侧面对调查结果做全面分析。 

一、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现状与分析 

 (一)农户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现状和演变趋势 

1．农户家庭经营主次业分析。湖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因此在广大农村，农业仍是绝大多数农户的经营主业，放弃农业从事

工副业生产的农户还为数甚少。在调查所及的 73 个村 27797 户农户中，以农业为主的户有 24446 户，占总户数的 87．94％；以

工业等非农业为主的户数为 3351 户，占总户数的 12．06％。相应地，农业产值构成农村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调查统计，

73 个村 1999 年共创造产值 48757．6 万元，其中农业产值 24767 万元，所占比重为 50．8％；由此可见，在当前农业结构战略

性大调整的背景之下，如何引导农民踊跃投入到发展非农产业中去，实现农村的综合经营，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任务。 

2．农户家庭与其他经济组织联营情况分析。联营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相互联合、共同经营的一种经

济形式。农户家庭与其他经济组织联营是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外延性创新的一种模式。在所调查的村庄和农户中，有 27 个村的 331

户农户与其他经济组织进行联营，分别占总村数的 36．99％和总户数的 1．19％。而且，正如表 1所示，在有联营现象的 27 个

村中，联营农户数占村总户数比重均为 15％以下。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联营的形式多为农户与农户联营，很少有农户与企业

之间的联营。因此，我们认为，家庭承包经营仍是湖北农业生产的主体经营方式，受观念、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像联户

经营、股份合作经营等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在农村仍是星星点点，数量极少。而且由于组织的涣散、管理的滞后和监督的乏

力，其经营效果也一般。 

表 1 农户联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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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户雇工经营情况分析。在所调查的村庄和农户中，有 26 个村的 310 户农户有雇工经营现象，分别占总村数的 35．32％

和总户数的 1．12％。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出，在有雇工经营的村中，雇工经营农户数占所在村总户数比重均为 15％以下。因此，

雇工经营家庭虽然在农村开始日趋增多，但相对于小农户的汪洋大海，其比重仍比较小。 

表 2 农户雇工经营情况 

 

雇工经营现象的发生直接源于农业种养大户的出现。一些种田大户、养殖大户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出现人力不足现象，

于是产生了雇工经营的要求。农户雇工经营的形式有两种：一是短期雇工。这主要是指在农忙季节，一些种养大户雇用一些劳

力来从事集中的农业播种和收获工作。例如，在天门市的野茅岭分场，一些种养大户在农忙季节大约雇用 5 个工，雇工对象一

般是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这种雇工经营不需进行劳动监督，其报酬给付方式要么是按时计酬，分工定量；要么是按量计酬，

多劳多得。这种雇工经营监督、组织成本都很低。二是长期雇工。这主要是一些种养大户开始组建家庭农场，实行企业化运作，

长期雇用工人从事农业生产。例如，在天门市的垣台村，有一些农户到附近农场或村庄承包大片土地或渔场，从事特色种植和

养殖，雇长工进行生产，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而自己则类似于企业主，只管收、管卖，不管具体生产。其雇工的规模随经

营规模的大小而定。这实际上就是一些企业化的家庭农场，其年收入十分可观，一般可达 10 余万元。这种企业化的家庭农场模

式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又一新生事物，它既保留了家庭承包制的精髓，又适应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

化经营的需要，因此是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内涵性创新的目标模式。 

4．村组干部要求变革家庭经营的意向分析。在 73 个村的 1405 位村组干部中，有 18 个村的 113 个村组干部要求变革甚至

取消农户家庭经营，分别占总村数的 24．66％和村组干部总数的 8．04％。而且，从表 3中还可以看出，在 18 个有此意向的村

中，部分村要求取消农户经营的村组干部数已占相当比重。这表明，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部分村组干部开始认识

到农业微观组织的创新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调查发现，那些要求取消家庭经营的村组干部多位于农业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平原湖区。他们认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创造了中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但是要实现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飞跃”，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所创

造的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分散的家庭经营不可能使农民真正走向市场，不可能使农户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家庭经营只

能使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低层次上简单重复，抑制农业规模效益的获取。因此，在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

中，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农业微观经济组织重构。其目标模式就是要进行集体农场式耕作，实行

现代企业化管理。相反，那些反对取消农户经营的村组干部多在农业经济不甚发达的岗地山区。他们认为，家庭经营仍有潜能

可挖，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仍是中国目前农业生产的最佳组织形式。 

表 3 村组干部要求变革家庭经营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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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户要求改变现状进行合作的意向分析。在所调查的村庄与农户中，有 27 个村的 1418 户农户要求改变现状进行农户合

作，分别占总村数的 36．99％和总户数的 5．10％。可见，要求改变现状进行合作的农户还不是很多，绝大多数农户已习惯于

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详见表 4所示。 

表 4 农户要求改变现状进行合作的意向 

 

调查中发现，要求进行农户合作的多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家庭。他们不满足于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为了更好地吸收新的

农业科技成果，提高自身的资金、技术实力，从而要求进行农户合作。例如，嘉鱼县龙坎井村的很多农户就是持这种观点。而

那些坚持维护现状、反对农户合作的人认为，进行农户合作将会打破目前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格局，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他们

认为，进行新的农户合作要以强大的集体经济实力为后盾，而农村中大多数村的集体经济已有名无实，功能已经弱化。例如，

在枣阳市张庄村，村委会没有建立任何农业生产服务组织，村干部只是在上级下达指示或收缴各种税费时才召集全村人开会，

集体已成为空壳。又如在天门市田垸村，1999 年末村级负债达 32．47 万元，其经济实力根本谈不上为进行新的农户合作提供经

济基础。因此，在这样的村，广大农民认为新的农户合作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他们只希望国家给个好政策，给个出路，待有条

件后再谈合作之事。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程度 

1．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分析。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在所调查农户中，土地在 10 亩以下的农户为 20392 户，占农户总数比重

为 83．07％。也就是说，农村中绝大多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普遍较小。 

表 5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势不可挡，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这方面的先进典型。例如在

安陆市何程村，出现了多种方式的土地适当集中现象，并产生了一些种田大户。其土地集中方式有四种：一是随着大量劳动力

外出打工，打工家庭被搁置的责任田便以较平常优惠的条件转包给另外一些农户，从而使一些种田能手有用武之地。二是农户

间自由协商进行串换调田，从而产生一些种田大户。三是村组干部对田地进行反租承包，形成一些种田大户。四是将新开垦的

荒山荒地以拍卖的形式卖给一些种田能手，种植一些名、特、新、稀农作物，从而形成特色专业户。这些种田大户或特色专业

户易于吸收新的科技成果，也易于对其土地实行机械化耕作和企业化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再例如鄂州市王边村，

在发挥资源优势、贯彻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形成了 700 亩的种植基地和 2000 亩的养殖基地，并由此产生了

70 个经营大户，其经营收入是一般农户的 5 倍之多。然而，在调查中发现的这些先进典型并不多，在广大农村推行农业的适度

规模经营仍有很大的困难，其主要原因有：第一，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再加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和户籍制度的限制，抑

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第二，广大农民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所形成的“恋土情结”已根深蒂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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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给农村中土地的适当集中造成了障碍；第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健全，农业的规模经营得不到配套的产前、产中和产

后服务，因而很难保证规模经营获取规模效益。 

2．农户家庭弃耕情况分析。虽然湖北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发育程度并不高，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农民弃耕现象，

这很值得重视。调查发现，有 63 个村存在弃耕现象，占所调查村的 86．3％。弃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弃耕临时打工；二是

弃耕从事固定非农业。在有弃耕情况的村中，百分之百地存在弃耕临时打工现象，而且也有 53 个村存在弃耕从事固定非农业。

涉及弃耕临时打工的农户为 2179 户，占总户数的 7．84％；涉及弃耕从事固定非农业的农户为 1484 户，占 5．34％。 

调查中还发现，由于农民增产不增收和农民负担的日趋沉重，有些村弃耕抛荒现象开始普遍起来，并占一定比重。例如，

荆州市高坪村共有 950 亩耕地，但季节性抛荒就有 150 亩，全年性抛荒有 200 亩，两年以上的抛荒有 50 亩，分别占总耕地的

17．79％、21．05％和 5．26％。其直接原因就是弃耕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加。该村共有劳动力 850 人，长年外出打工的有 80 人，

部分时间在外打工的有 22 人，分别占村总劳力数的 9．41％和 2．59％。基于同样的原因，石首市关路桥村也发生了严重的田

地抛荒现象。该村共有耕地 2138 亩，季节性抛荒有 650 亩，全年性抛荒有 30 亩，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 30．4％和 1．4％。该

村共有劳力 585 人，其中长年在外打工者 278 人，部分时间在外打工者 123 人，分别占村总劳力的 47．52％和 21．03％。凡此

种种，都造成耕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在枣阳市的张庄村，田地抛荒是因为农户弃耕从事非农业。该村共有 1280 人，近 5年来，

平均每年大约有 30 人向非农产业转移。他们中有些户口已迁离农村，有的户口仍留在农村。其弃耕原因有三：一是近年来粮棉

价格大跌，种田入不敷出；二是逃离沉重的农业负担，弃农经商；三是有些农户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已失去种田的积极性。 

农户弃耕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增收缓慢和负担沉重这个沉痛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又为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提

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调查中确实发现，有一些农户弃耕弃农，主要是受其它行业比较利益的吸引，已丧失从事农业的积极性。

因此，我们可以因势利导，通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方式把这一部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中，使其获取规模效益。 

 (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情况 

1．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形式和经营项目分析。在 73 个村中，建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村有 8个，共建立了 13 个新型合

作经济组织，平均每个村 1．6个。从表 6中还可以看出，在新建立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中，从事综合经营和加工业的居多。 

表 6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项目 

 

2．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现状分析。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因合作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农户与个体农户合作建

立的服务组织。这种合作性服务组织产权明确、管理科学、服务到位，探受广大农民欢迎。例如，在洪湖市桑柳村，有两农户

合办一个综合性服务组织，从事肉类、面粉、豆类的加工服务，为农民提供了大量方便。再如，在襄樊市张湾村，由农户自发

组织的农业生产服务队也很发达。在农忙期间，该服务队把农民所需的化肥、农药、良种等农用生产资料直接运送至农户或田

间；在农闲期间，又把农户所需的日常用品运送到家，大大便利了广大农户。单个农户之间建立的合作服务组织的缺陷在于受

资金、技术、人才等的限制，不可能建立大型合作组织从事农业科技服务。 

另外一种就是以村委会牵头与其他经济组织建立的合作服务组织。与第一种类型相反，这种合作服务组织由于产权不明晰，

管理上也摆脱不了原来的行政干预，运行状况一般。例如，在巴东县羊乳山村，以村委会为主体建立了农业综合服务组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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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茶叶、菜油、大米和玉米等的加工以及农药、化肥和日常用品的供应。由于经营不善，竞争不过个体户，现处于瘫痪状态。

当然，也有个别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例如，洪湖市桑柳村与市公汽公司联合组成运输队，村委会与市公汽公司合资买车，公汽

公司负责培训司机。至今该运输队已拥有小型货车 3 辆，大货车 1 辆，主要用于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购进及农产品的外运，

农闲时亦可进入其他单位承揽业务，生意一直火爆。 

3．村组干部要求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意向分析。在所调查的村中，有 34 个村的村组干部要求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占总村数的 46．58％。从表 7 表中还可以看出，在一些村中，要求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村组干部已占到相当比重。这些村

组干部已认识到，由于双层经营体制中集体统一经营的功能逐渐弱化，因此，有必要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此来代替集体

统一经营层次。但是，在许多条件限制下，一些村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真正行动起来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村还为数

甚少。 

表 7 村组干部要求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意向 

 

4．农户要求建立各种服务组织的意向分析。经调查统计，有 41 个村的农户要求建立各种服务组织，占总村数的 51．16％。

从表 8中还可以看出，在 41 个有此意向的村中，大部分农户强烈要求建立各种服务组织。 

表 8 农户要求建立各种服务组织的意向 

 

调查中发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科技兴农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因此，对科技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在襄

阳市东津镇，农业服务组织只有镇政府下辖的农技站，其服务范围也仅仅局限于防治病虫害以及卖农药和化肥上，至于机耕和

科技指导几乎为零。因此，该镇农民对建立科技服务组织的心情十分迫切。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际进展 

1．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般考察。经调查统计，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村有 19 个，占所调查村的 26．03％。这表明，近年

来，尽管对农业产业化的宣传很多，但其实施情况还不是很普遍。而且，从表 9中还可以看出，在 19 个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村中，

共建立了 45 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平均每村 2．35 个。而且，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的主体为农户或村组与农产品加工企

业或农产品运、购、销单位共同建立的农工一体化组织和农商一体化组织。 

表 9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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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产业化经营效果分析。农业产业化这一新型生产经营方式，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为农民和农产品走向市场铺

平了道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比较利益和农民收入。1999 年是荆州市荆州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第四个年度，全区农业总

产值已达 10．1 亿元，比 1998 年增加 0．5 亿元；多种经营产值达 7．3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72．3％。同样，在随州市孙畈

村，农业产业化经营效果也十分显著。该村产业化经营的形式有三种：一是借助农业结构调整，村长带动农户建立小型蔬菜基

地，生产大棚蔬菜，在国道附近组织集体销售，在旺季还有组织地运往武汉销售，从而形成“农户+运输+销售”的组织体系。

二是镇食品加工厂与当地农户形成“公司+农户”型产业化组织，食品加工厂提供饲料、信息和技术指导，农户饲养鸡、猪等家

禽家畜，再卖给食品厂加工。三是随州市粮食局与农户一起建立农商一体化组织，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统一收购和销售。 

调查中还发现，目前在农村出现了众多私人小型产业化企业。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经营灵活，在市场竞争中非常活跃。

例如，汉川市孛子院村私人农户建立的松江皮蛋厂，将适合做皮蛋的原料分发给当地农户，当地农户接受技术指导后，将原料

加工成皮蛋，再由皮蛋厂统一包装和销售。目前，这个私人小厂的皮蛋已打入国际市场。该厂规模虽小，但它通过产业化模式

把千千万万的农户变成了它的生产车间，从而间接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样，在钟祥市李岗村，私人农户在 1993 年就建立了一个

专门从事稻谷、小麦、棉花、油菜籽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其经营效果一直很好。但是，这种私人建立的小型产业化组织有两个

局限：一是由于受技术、资金、信息等的限制，难以扩大规模；二是难以与大多数农户建立良好的利益联接机制。 

二、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创新思路 

家庭联产承包制重塑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微观基础，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家庭经

营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农村的制度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当整个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当经济结构和工业化

步伐加快后，各种问题便开始凸现。因此，家庭承包制的确立，并不标志着中国农村制度创新的终结。中国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既需要坚持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安排，也需要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在保证家庭承包责任制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创造出新的制度

供给。 

针对调查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运行现状，当前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再创新要遵循以下思路： 

 (一)稳定农户家庭的微观组织主体地位 

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农户家庭经营组织对农业生产力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弹性。它既适应传统农业的低级生产力水平，又适

应现代农业的高级生产力水平。因此，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创新，并不是要取消家庭经营在农业微观组织中的主体地位，而是

要更好地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使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二)在稳定中坚定不移地推行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再创新 

在稳定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推行微观经济组织的再创新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的思路有两条：一是外

延性创新。即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和轴心，使其向外拓展，使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农业微观组织链。如各农户、各经济组织等以其各自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入股，从而形成股份合作制型的农业经营实体。二

是内涵性创新。即仍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建立企业化的家庭农场。它要求建立灵活的农地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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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转移剩余劳动力，造就一批懂技术、能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农场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在经济较

发达地区可侧重微观组织的外延性创新，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侧重内涵性创新。 

 (三)贯彻两种模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第二次飞跃”的核心内容。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如何实

现规模经营是今后我国农业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课题。农业规模经营的模式有两种：一是经营组织的规模化；二是经营对象的

规模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已有一部分农户有了转让土地的愿望，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多

年，具有稳定的非农业收入的农户，这为实现经济组织的规模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可以在完善农

地流转机制的基础上，实现部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组建家庭农场，达到扩大经营组织主体的规模，实现规模经营的目的。

但是对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地区来讲，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在土地的这种生存保障功能没有改变之前，很难通过实现土

地合理流转组建家庭农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强调以经营对象的规模化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遵从农民的主观意愿。也

就是说，在这些地区，在不改变农户对土地占有权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战略性调整，动员广大农户在有限的

耕地上集中生产要素，生产具有本地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使这些农产品的生产达到专业化和规模化。在实施过

程中，再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综合配套服务。从而在一个产

品、一个产业和一个区域范围内实现规模化经营。 

 (四)创造条件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调查表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稳定性差等问题。新型合作经济

难以获得全面发展，除农民还没有完全从“恐合症”中摆脱出来，农民缺乏合作动机和意识外，政府一直没有形成明确发展新

型合作经济的政策思路，没有为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特别是有关合作经济的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也是重

要原因。因此，首先，要通过典型示范，让农民看到新型合作经济的好处，消除农民的“恐合症”。其次，政府要明确发展合

作经济的政策思路，找准着力点。通过“合作化”、“股份化”和“民营化”改造，促进“公司+农户”模式的形成，结成农村

新型的农商关系。再次，要优化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如取消大宗农产品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部门垄断经营，放松

农村金融的控制等。最后，要营造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包括制订一部农村合作经济法规，明确合作经济的法律地位，

保护合作经济组织正常的经营活动。 

 (五)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机制和经营效果 

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开辟了一条在稳定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第二次

飞跃”的新路子。然而，调查中发现，湖北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并不尽如人意。首先，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为数不多，而且经营

上也没有达到广大农民的期望效果。其次，广大干部群众开始淡化对农业产业化的热情。 

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利润，是推行农业产业化的根本目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就是在生产、加工

和销售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创新农户与其它利益主体的利益联结方式。在实践中，这些利益联接方式有三种：

一是买断关系，即农户与企业之间除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联系，双方交易不签订合同，价格也是随行

就市。二是契约关系，即农户与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合同，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相对稳定的

购销关系。三是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实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在这三种利益联结方式中，第一种方式只是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问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一体化经营；第二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

有所进步，但在多数情况下，农户与企业之间是一般的合同购销关系。我们所提倡的是第三种利益联结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有

利于在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可以使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利润。在实践中，主要是在农

产品销售和加工领域大力发展农民的合作社，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组织化程度极



 

 8 

低的泱泱农业大国，以新型合作组织为依托，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结合，形成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代表了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 


